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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庙宇的建立 、神灵的选择等方面均可看出香火庙在两湖的家族生活中占据重

要地位 ,从宗族争夺香火庙的过程中可见 ,在地域社会中人们为各自利益而争斗不休 ,从而反

映了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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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社会里 ,生活于一定地域中的人们利用着各种手段来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 ,采取各种方式来调适相互之间的社

会关系 ,对于聚族而居的人们而言, 宗族成为他们可以凭藉的力量 ,以一姓一族为单位的诉讼和械斗成为他们在矛盾激化

时可供利用的手段 , 许多族谱亦将此作为重要内容而予以记录。本文试图以晚清黄冈县许 、孔二姓争夺香火庙的个案 , 探

讨他们争夺的目的 、所动用的各种社会资源以及官府的参与等问题 ,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

许姓所居之许家大塆与孔姓所居之孔三塆之间相距约 3 华里 , 清代时均属于黄冈县庶安乡 ,今则归于武汉市新洲区

三店镇管辖 ,其争夺的香火庙名为普福寺。民国乙卯年(1915 年)所修之《许氏宗谱》以一整卷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二姓争

夺的经过 ,虽然作为争执中一方 , 许姓的记录带有明显的偏颇性 , 然而出于证明其拥有香火庙的真实性 ,宗谱中同样记录

了在官府审判过程中孔姓的供诉 ,这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文献资料。而作为争夺中势力较弱及相对失败的一方 ,修于民

国十六年(1927 年)的孔姓宗谱《黄冈孔子世家支谱》对此事件则一无所载 , 然而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孔姓宗族之基

本状况。以此为线索 ,加上实地的调查 , 我们就可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争夺的缘起:关于香火庙的讨论

香火庙 ,当地人亦称作“家庙” 、“户庙” ,这显示了其与宗族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 ,黄州府宗族建造寺观的现象十分

普遍 ,以故事发生的三店镇为例 , 明清两朝共建有 49座庙宇 , 除建立在三店街 、柳子港等较大的集镇上的三元宫 、文布寺

等外 ,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某一宗族所建或几个宗族共建而坐落于村落中间 ,同时也未见载于方志之中 , 如其中主

要的庙宇祖师殿:“系黄姓香火庙”;天禄寺:“廖姓家庙” ①。那么 ,这些溢出于官方系统之外的民间信仰载体———香火庙

对于宗族之意义又是如何呢?

在宗族势力更为发达的福建地区 ,学者陈支平指出:“人们希望通过对各自所信仰的神灵的崇拜 ,加强家族内部的团

结和控制 ,保护本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利益 , 甚至有利于家族的对外扩张……在这浓厚的实用功利性色彩的笼罩下 ,家族

寺庙的建造成了福建家族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 1](第 118页)然而 ,相对于宗族积淀深厚的福建而言 ,黄州府的一些宗

族之香火庙的建造时间远在于祠堂之前。

学者林济在关于长江中游宗族的研究中 , 注意到这里祖先崇拜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佛寺神庙到祠堂的蜕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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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为考察单位 ,论述了祠堂建立过程中宗族外神信仰起到重要作用 , 指出了家族性佛寺始兴于唐

宋 ,入明以后 , 这种家族性佛寺还在不断发展 ,并于清代祖先崇拜文化脱离佛寺神庙 ,各地宗族普遍建立祠堂。从文化心

理的角度 ,他敏锐地总结道:“祠堂祖先崇拜文化心理基础相通于佛道及民间神衹崇拜的文化心理 ,仍然以一般的鬼神崇

拜文化中的祈福心理为基础。在民间信仰中 ,祖先崇拜与民间神衹崇拜融为一体的信仰格局并未动摇 ,祖先成为鬼神世

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2](第 130-134页)以江西永丰县报恩寺和智林院为证据而将香火庙的建立追溯到唐宋时期 ,

林济的研究很有见地 ,不足之处在于以整个长江中游地区为考察单位稍嫌过大 , 没有注意到它们内部的区别和传承性。

明清时期黄州府宗族建立香火庙的源头确在江西 ,其中则存在着移民因素的影响。元末明初 ,其地即接纳大量来自江西

的移民 ,仍以三店地区为例 , 大部分宗族均言迁自江西饶州府。

那么 ,这些缘自于江西的民间信仰是如何在黄州府得以发展为宗族之香火庙的呢? 林济从文化心理角度所给予的

解释略有简单化之嫌 ,我们可以从香火庙的具体来源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一般而言 , 其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

族内某一祖先建立庙宇或向庙宇施舍庙产而成为山主 , 这种庙宇逐渐演变成了整个宗族或者某一宗支的香火庙;一是考

虑到建庙需要大量的资金及对某些神灵的共同信仰等原因 , 同姓集资建造庙宇或是共同向庙宇施舍田产而将庙宇逐渐

归于宗族所有。另外 ,与福建的情况相同 , 某些姓氏在宗族组织制度化之后仍然以宗族为单位建立香火庙。关于第一种

来源的香火庙 ,林济所举江西永丰县的例子正是唐宋时期私人建立并为其家庭所有 ,然而并不能说它此时即具有了宗族

所公有之香火庙的性质 ,至多只能说是具有了雏形。随着移民迁入黄州府 ,这种做法也被带到了本地 , 如麻城胡子贤私

人建庙 ,其宗谱记载了乾隆年间胡氏宗族为保护庙宇不被他人侵吞而立的合同 ,曰:

立合同起祖胡景轩公至分支万诚 、万武二公之后裔人等。有先祖建立大庙 ,名接寝庵 , 以为万年香火 ,迄今

明清两朝历来无异 ,至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十三 ,有住持僧自成圆寂 , 遗徒亮富 、徒孙春福幼稚呆愚 ,突出白衣庵

僧亮元陡生觊觎 ,异约侵吞强居此庙 , 户房不忍袖手旁观 , 齐心踊力编立合同 , 经公究治 ,追假约 、逐匪僧 ,调正

祖遗 ,以保胡族万年香火。自立合同之后 , 永无退废之心 , 远地三房 , 每房帮钱十串 , 以作讼费之资 , 恐后无凭 ,

立此合同存证。(下略)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初三。

从上文来看 ,这座庙宇经历了从私人建庙—宗支家庙—户庙的过程。私人所建庙宇当然会为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祈福并

为同姓提供祭拜神灵的场所 ,经过本分支人口的不断繁衍 ,其后代继承了庙宇的所有权而使之逐渐成为本支具有公产性

质的家庙 ,接寝庵到乾隆年间成为户庙是因为在外人企图侵占之时户族进行了援助 , 这种援助也正是出于保护“胡族万

年香火”之故。胡氏的个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香火庙形成的途径 ,其祠堂建立于雍正年间 , 香火庙形成在祠堂之前 ,但二

者相差时间并不太久 ,似乎并没有直接经历林济所言的从佛寺到祠堂的转变 ,至少表现得不明显。或许应该区分庙宇的

初建和其正式具有香火庙性质在时间上的不同。一座庙宇可能建立得很早 , 但其成为香火庙的时间与祠堂的建立时间

可能相差不远。在这一个案中我们就看到了不仅有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通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内 ,更为重要的是移民

自身的人口繁衍以及对庙宇所有权的继承 ,使之从族内某一私人或家庭所有的庙宇逐渐演变成宗族公共所有的香火庙。

林济所举万历年间黄梅汪可受与麻城陈氏之太祖私人建庙的例子亦属此类 , 他注意到了建庙者的士大夫身分 ,这可

能是因为士大夫更能提供建庙的资金 ,考虑到士大夫大都在宗族整合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香火庙成为这一阶层加强

族内团结和控制的重要工具。

香火庙的第二种来源也不乏其例 ,三店左氏因为对某一被神化了的祖先的共同信仰而集资修建的松柏寺即属此类 ,

这里祖先与鬼神的合一使其本身就具有族人的向心力而利于宗族的整合。

因此 ,香火庙与宗族之间的关系在于基于同姓共同信仰的香火庙在宗族组织制度化的整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这种整合作用不仅表现在信仰崇拜的文化心理因素之上 ,还表现为移民的人口繁衍 ,庙宇的继承以及士大夫的作用

等等浑然一体的共同合力之上 ,而且宗族在形成之后亦保护着族众的信仰及本族对于庙宇的所有。那些类似于福建地

区的宗族在其组织制度化完备之后建造香火庙的情况 , 就如同陈支平所言了。

三店各族香火庙中供奉的家族保护神亦各不相同 , 这同样显示了宗族的内部认同和宗族之间的区分。从各族选何

神灵作为本族的保护神亦可看出他们在彰显家族势力与荣耀方面不遗余力。如程氏因屡出具有进士举人等功名的高级

士绅而被称为“冈邑望族” , 据《程氏宗谱》记载 , 其建于明崇祯十年的家庙所供奉之关帝的来由是因为万历三十七年

(1609 年)中举之族人程之试“由河北同知 , 治河有殊绩 ,加升黄河督粮道 ,河有妖神 , 众像祀之 , 拽而投诸水 , 妖遂灭……

迨乞归养亲时 ,因请黄河关帝神像奉归供祀 , 以了先人立庙供像之愿” 。以出仕者迎奉之神灵为族神即显示了宗族的社

会地位。另外 ,还有宗族以族内某位被神化了的祖先为本族保护神 ,上述左氏家庙松柏寺即为此例。《左氏宗谱》记曰:

我观松柏王者何神也? 即左氏之祖姑也。夫姑何以松柏王称之? 昔明万历皇上所封者也。昔时……明皇

为太子时遍游 ,经过其前 , 见行而心赏之。及登皇遂选天下名女 , 姑其尤焉。车架至 ,催程上道 , 姑哀父母 ,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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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陨其身。数年 ,帝西巡 , 夜梦姑曰:'妾楚黄左家州松柏处女也 , 特来护驾。'帝醒 ,遂封其号为松柏王 , 且锡以文

武为左右使。

按万历皇帝九岁登基 ,不可能在太子之时游玩楚地 ,此传说看来甚为荒诞。然而 ,左氏祖姑对于节孝的遵奉正好可以对

整合宗族及团结族人产生思想上的向心力 ,而与宗族所遵循的准则相一致 ,这种以族内被神化的祖先作为保护神对外姓

而言则更具有排他性。

简要讨论了香火庙对于宗族的意义之后 , 我们再回头看看许孔二姓所争夺之普福寺的情况。《许氏宗谱》记曰:“大

明正德二年(1507 年),阖族经营之 , 首复于乾隆丙申(1776 年),逮至道光辛丑(1841 年)两度兴工补葺” , 孔姓则称此庙为

“万历年间祖辈承淑修建” ,《三店镇志》采纳了正德年间始建的说法 ,而此时二姓的祠堂远没有修建 , 暂且不论谁是庙宇

的真正建造者及所有者 ,或许也存在尚处于宗族组织制度化之前的二姓都对庙内供奉的神灵进行祭拜的可能性 , 然而 ,

这并不是晚清直至民国时期二姓争夺的根本原因。许氏之谱中载有一篇嘉庆十一年(1806 年)署名“庠生徐仁”所作的

“普福寺记” ,该记曰:“龙丘之北有许氏者 , 邑之巨族也 ,其衣冠之盛 、家道之丰 ,固难更仆数。第见诸创建者 , 于市则有新

祠 ,于乡则有老祠 , 其于八房又创有别墅建有私祠 ,虽规模阔大 、雅致宜人 , 究不若所建之普福寺 ,庙貌清奇 、地势曲折 , 为

许氏之锁钥 ,亦神明之灵境也。”与之相对应的孔姓则是直至民国八年(1919 年), 才由族人友三公遂纠工督费修建而成。

从这里来看 ,普福寺的建造者似乎是许姓 , 从寺址为“许氏之锁钥”来看 , 双方的争斗还含有争夺风水的意味 , 其深层的含

义是对家运兴旺的企望。另外 ,三店镇能够建立家庙的宗族在本地区大多较有名望 ,因此 ,对普福寺的争夺更含有两姓

凸显本族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的深意。

二 、争夺的过程:数次审判及余音

依据《许氏宗谱·卷末》 ②的记载 , 许姓对此事件起因及发展的说法是:普福寺是许姓先人于明正德二年始建 ,并于

乾隆四十一年和道光二十一年两度重修。同治元年正月初(1862 年), 许族礼勋 、步云等人前往庙内进香 , 见庙上殿有新

铸的铁磬一座 ,问住持僧人得知是去年腊月三十日由孔姓族人四喜等送往庙中 , 铁磬上铸“孔姓公立天运辛酉年季冬月

造”等字 ,因磬上不铸咸丰年号 ,“勋等一见攒眉 ,又闻僧云孔流言庙系孔家” ,依据民间处理纠纷的常规 ,许姓投鸣当地绅

士 ,验明本寺许姓向官府缴税的印劵及所置的梁木牌匾等物 ,“向孔理论 , 孔无可答 , 回言缓日领磬” 。然而 ,孔姓并未如

言领磬 ,反于三月初八日由孔均和等带领数十个族人来到庙内 ,欲刮梁字 , 僧人元魁在制止时被孔均和等打伤头腰等处 ,

并且庙宇建筑受到一定的损坏。于是 ,许姓在出事的第二天以“为凶占碎伤恳委勘究事”的名义向黄冈知县提起诉讼并

向其提供了庙宇完纳税粮印劵 、招僧住持的领付字约等有关所有权的证据以及殴斗时的人证名字 , 从而使得两姓的争夺

进入到了官方审讯阶段。

4日之后 , 孔姓亦以许氏毁庙并殴伤孔氏族人为由向知县供呈了诉状。 孔姓对事情的描述是:万历年间祖辈承淑修

建孔家庙 ,招僧住持 , 乾隆年间庙宇毁坏时 ,因其家无钱修整 ,由其佃种之田东许百万捐钱重修 , 并于庙中供设孔姓之祖

先孔子的至圣牌位(我们后面将看到此孔姓并非孔子的真正后裔)。咸丰辛酉年 , 庙内铁磬破烂 , 庙僧元亮叫其家制磬 ,

因此 ,孔姓专程从沙市铸新磬送庙。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 孔姓前去祭祀 , 庙僧不许他们入庙进香 , 孔姓只得在庙外磕

头 ,然后与闻讯前来的许姓族人发生冲突 , 许姓将庙内先圣牌位丢弃并将孔姓的两个族人殴伤。为此 , 孔姓提供了自己

的墨谱为据 ,并因为黄姓墨谱中载有“坟向孔家庙等字”亦成为孔姓的证据之一 ,孔姓同样提供了争斗时的人证名字。至

于比许姓晚数天投诉的原因 ,孔姓解释说是“因被团局绅士写一帖信挽调和当搁几日” ,并将书信粘呈在案。

知县程光第决定受理此案 ,他对本次事件做出了初步判断并对二者分别作出批文。从批文来看 ,程光第已经较明显

地站在了许姓一方 ,然出于谨慎考虑 , 他并没有马上作出结论 , 而是下令由分辖此处的仓埠巡检司前往实地查勘。

得到仓埠巡检查勘报告后的 4 月 23 日 , 知县正式开堂听讯 , 在听取了双方的供讯并查验了双方所提供的证据之后

作出了最后的堂判:庙宇判归许姓所有 , 孔姓族人被掌责 , 孔姓惟一的收获是将至圣牌位留在了庙中而保留每年春秋两

次不完全的入祭权利。许孔二姓的第一次公堂对决以孔姓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然而 ,孔姓并不甘心于失败 , 他们派代表前往山东孔府寻求大宗主的庇护 ,为此 , 第 75 代世袭衍圣公孔祥珂直接向

湖北巡抚提出重新审理此案的要求 ,湖北巡抚亦对此显得较为重视 ,并将此案交给武昌府而非黄冈县或黄州府重审。同

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武昌知府黄昌辅接到由巡抚转递的衍圣公府公文 , 且巡抚于信后还指示:“毋稍迟延 , 切切此札。”

在信中 ,孔氏大宗主首先肯定了三店孔姓的族人身分 ,并对许姓有行贿“钱二千串”的隐晦指控 ,认为这直接导致了

孔姓的败讼。武昌知府随即招集许氏涉案人及寺僧到府 , 并从黄冈县提取了有关案卷。在读完黄冈县案卷后 , 知府明显

地怀疑了孔府的指控 ,随后的讯供使他得出了与黄冈知县同样的结论。至于对许姓行贿的指控 ,他的调查结果是“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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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奉文劝办减成捐输 ,即谕令许步云等量力捐资助饷 , 孔均和等闻知即疑许步云等贿嘱偏断。”最后 , 他向宪台提出了

“(寺)仍断令许步云等族众管业 , 听其招僧住持 ,并令许步云敬立大成至圣先师牌位 ,永远供奉以示尊崇 , 孔姓不准再兴

讼端 ,无干省释 , 未到人证邀免提质 ,以省拖累”的处理意见。湖北巡抚以此回覆了山东衍圣府而销案 。至此 , 双方的第

二次对决仍以孔姓的失败而告终。同治二年四月(1863 年), 许氏再次赴黄冈县具控 , 原因是“(孔均华)胆于本月十九日

统领多人至庙 ,将庙内什物抄抢一空 , 并将住持三僧捆缚捉去 , ……孔挟庙断生家 , 抄抢捉僧 , 必怀奸局 , 累生无奈 ,报恳

太老爷拘孔均华等交僧究退庙项 ,以杜复占。”然而此时由于捻军在三店一带活动 ,陈汝蕃并未采取措施。

同治三年春(1864 年),陈汝蕃又一次接到许氏讼状 , 诉称孔姓仍然霸庙不还。陈汝蕃即令此地负责团练的士绅对

二姓进行劝谕 ,然而士绅向知县报告其调解失败。但此时仍忙于对付捻军的陈汝蕃无暇顾及此事。数年之后 , 许礼勋 、

步云在案等人先后谢世 ,至同治十年 , 许族继续向时任黄冈知县的恒琛提起诉讼 , 按照许氏的说法“孔畏恒公清政究办 ,

迫央绅耆戚邻求和免讼 ,我族由是隐忍 , 遵依停控 ,绅耆公具息销案 ,又孔宪炳亲书乞和字样于我族 , 故此寝讼。”

《许氏宗谱》对二姓争夺香火庙的记载亦到此为止 , 然而此事并未完全了结 ,据 1992 年《新洲县志》记载:“孔许械斗:

三店地区的孔三塆与许家大塆 ,从清末到解放前夕 ,为争夺香火寺庙 ,械斗数十次。其中民国 32-33 年(1943-1944),

发生两次大规模械斗 ,孔姓死亡 6人 , 许姓死亡 1 人 ,各伤 10 余人。” [ 4](第 117 页)由此看来 , 双方更大规模的冲突发生

于民国时期。

三 、双方动用之社会资源及官方的评判:诉讼与械斗

从上述双方的供称来看 ,我们并不能断定谁是庙宇的真正始建者 ,然而至少在乾隆四十一年之后许姓就已经取得了

庙宇的实际所有权 ,并且通过庙产的完纳钱粮而获得了官方权威的认可。事实上 ,庙宇归谁所有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倒

显得次要了 ,此个案真正让人感兴趣的是双方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策略及动用的社会资源。我们

先来看看许孔两族的一些具体情况:

按照前引庠生徐仁的说法 ,许姓属当地望族 , 出了不少读书人 , 而且非常注重宗族各方面制度的建设 , 经济实力亦甚

为强大 ,如祠堂方面 , 他们不仅在本村落中建有老祠 ,还于三店街上建有新祠 ,且各祠名下均有田产。许姓十分鼓励族人

考取功名 ,每年于宗祠中举办文会并对族人考试进行资助。从其记载来看 ,许姓尚未出现拥有进士举人等科名的高级士

绅 ,然而具有贡生监生等低级功名者为数不少 , 这些低级士绅在本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如同治元年具名首控的许礼勋:

“咸丰丙辰年(1856 年), 知黄州府许公庚藻 、县令葛公志远督同公带练勇数千防堵柳林一带 , 有备无患 , 详请钦奖 ,由监

生加五品职衒。”可以说许氏宗族是属于在传统社会正常秩序下得以晋升为望族的地方实力派 , 这种社会地位得到了官

方的认同并倚重 ,许氏在维护这种社会秩序方面亦是不遗余力 , 其宗谱云:“道光戊申年(1848 年),(许详勋 , 字庆泰)经

营西分祠事 ,颇积羡余 , 奈粤贼窜境 ,府县宪谕胞叔生员金彪公充东三店区团总 ,练乡义勇剿贼 , 派族勇自备资斧 ,祠内帮

费一半。咸丰甲寅(1854 年)、乙卯(1855 年)、丙辰(1856年)三载 ,军需浩繁 , 庆泰办理支销。”

在了解许姓宗族的情况之后 ,再来看看孔姓的情况。前已说明孔姓自称为孔子后裔 , 然而是否真如其言颇让人怀

疑。参与普福寺争夺的孔昭彩为宗谱所作的序言中记录了他与父亲的一段对话 , 记云:“(广清公即昭彩之父曰)'吾族原

籍曲阜 ,自五十一代元祗公职授奉政大夫 , 随子之恭公以孝廉来守黄郡 , 遂家于黄。及宗邑修谱未之编入 , 即祗公之弟元

佑公后迁中州之戈阳 ,其修谱也 , 亦未编入。谱之未修 ,职是之故。'彩又问:̀然则盖清其支乎?' (广清)公曰:̀清其支而

不始于阙里 ,实蹈数典忘祖之讯 , 始于阙里 ,则其中名目未清 ,笋缝不合 , 又蹈郭崇韬误拜汾阳之讥 , 欲往访之 , 则山川迢

递 ,跋涉多艰 , 从而搁笔者盖亦屡焉。' ”在这里 , 广清公表示了“名目未清 , 笋缝不合”的担忧 ,正显示了孔姓自身对于追认

孔子为始祖的不确定。按照孔氏的说法 ,其始迁祖元祗公于宋理宗十一年由江西戈阳迁来黄冈 , 然理宗一朝有宝庆 、绍

定 、端平等 8 个年号 , 孔姓在此采用理宗十一年的含糊说法或许也是为了掩盖这种不确定性的行为。广清公在世时孔姓

的圣裔身分并未得到山东孔府的认可 ,为此孔昭彩在同治元年“偕堂侄宪炳同往曲阜敬谒圣陵 , 随即进见宗主大人 ,宗主

谕以督修支谱 ,并授宗谱全卷 , 卷内注有元祗公名讳 ,彩二人心窃喜之 , 特归商之族众 , 一时莫不欣悦。”正是在这一年其

身分才正式得到山东孔府的承认 ,并且藉此而向实际取得普福寺所有权的许姓挑起争端。这或许可以回答第一次审判

时知县程光第所提及的孔姓何以不在乾隆年间向许姓索取庙宇所有权 , 而于八十余年后才重提此事之疑问了。

三店孔姓宗族本身的经济实力亦不十分强大 , 如他们向族众派费而修了数年的宗谱相比于许氏宗谱就显得非常的

简陋 ,且谱中并未见有祭产等宗族公产的记载 , 事实上 ,孔姓宗族在与许姓争夺之前一直处于较为涣散的状态 , 正因为与

异姓的争斗促使了族内的团结加强了宗族的整合。另外 ,在黄冈县第一次审判时许姓的具控人是监生许礼勋 , 而孔在时

只是一名佃种许姓田地的民人 ,相对于许姓地方望族的地位而言 , 他们或许只是一个处于地域社会边缘角色的小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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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姓正因为在本地一直处于受压制或者“人微言轻”的地位 ,而孔子则历来受到各朝各代皇帝的尊崇 ,且族人还享有优免

差徭等实际好处 ,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何以非要执著地取得圣裔身分之根源所在了。许氏在其宗谱中更指责他们“冒

乱圣裔” , 虽说与之存有纠纷 ,然由此亦可得知孔姓的身分并未得到邻里的承认。

那么 ,许孔二姓在争夺家庙之前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如上所述 , 二者所居村落相距不过 3 华里 , 属于近邻关系。另

据各自族谱记载 ,孔姓于南宋时期始迁此地 , 许姓则是“于明洪武初由江右饶州乐平瓦屑坝迁黄冈庶安乡古龙坵之北” ,

许姓迁来之时 ,孔姓在此已经生活了 100 多年。目前没有资料显示在许姓初迁之时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土客矛盾或是

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然而 , 至少是到了乾隆时期孔姓已经明显受制于许姓则是明白无疑的 ,上述孔姓在论证庙宇归其所

有时就曾指出:“乾隆年间 ,庙宇毁坏时 , 因其家无钱修整 ,由其佃种之田东许百万捐钱重修” , 这时孔姓族人已逐渐沦为

许姓田地的佃种者了 ,其带头具控的孔在时更是明白指出“小的佃种许家田亩” 。因此对于许孔二姓对家庙的争夺 ,我们

可以理解为邻近村落间一个受支配的弱小宗族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强宗望族发起的挑战。

从上述双方争夺的过程来看 ,这种挑战似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治元年双方在黄冈县以及武昌府的两次

公堂对决;第二个阶段则为同治二年许姓的续控至同治十年(1871 年)双方书立息词;第三个阶段就是民国时期二姓的

再起械斗。

在第一个阶段中 ,虽说刚经历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社会动荡不久 ,然而官府此时已经恢复了对社会的控制力。这

时孔姓以自己为封建王朝统治之核心思想源泉———孔子的后裔身分对许姓发起挑战 , 且将许姓侮辱抛弃孔子牌位作为

其罪状之一 ,他们在此采取的策略是动用王朝统治文化权威的象征资源 ,这种做法极易得到一般为读书人出身的地方官

员的认同 ,作为孔氏庇护者的山东孔府亦向当地官员施加压力以证明权威的存在 ,事实上他们的施压确实达到了此案由

本省首府重审的效果。许姓在受到挑战后 ,遵循着官方最为认同的方式 , 他们首先请来当地士绅进行调处 , 力争使本案在

官方所认可的本地权威的范围内解决纠纷 ,在士绅调处失败后他们则以诉讼的手段直接向正常社会秩序定义者的官府寻

求保护 ,知县程光第对此亦表示了赞赏。从知县决定受理此案亦可得知许姓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 瞿同祖曾指出对于民事案

件, 知县有权决定是当受理还是当驳回[ 3](第 196页)。正是基于许姓与官府的良好合作关系 , 如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对于

地方秩序的破坏 , 又如孔姓所指责的官府对许姓的劝捐以支持地方事业 ,许姓才得以动用官府这一正统资源来维护自身的

利益。两次公堂对决均以孔姓的失败而告终 , 这是因为不管他们如何指责许姓伪造付僧领字等证据 , 但许氏握有最能体现

其所有权的庙产向官府完纳钱粮的印劵 ,官府当然要维护这种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认可所有权的权威了。对于孔子及山东

孔府的象征意义, 地方官员们同样没有忽视 ,黄冈知县程光第以许姓在普福寺中供奉孔子牌位来达成妥协 ,湖北巡抚将案

件交给武昌府而非黄州府重审更是体现了对山东孔府的尊重。然而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 ,孔姓的挑战还是失败了。

同治二年 ,孔姓在通过官方取得认可的道路行不通之后 , 决定撇开官府而以自己的方式———武力来挑战许姓的地

位 ,他们抄抢了庙宇 , 绑架了寺僧 ,使得双方的争斗进入第二个阶段。此时 ,捻军活动于三店镇一带 ,社会正常秩序已经

遭到破坏 ,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姓所选择的策略了 , 而且这种武力也正是他们所擅长的方式。据熟悉地方掌故的徐仲贤老

人告诉我们 ,孔姓塆子虽小族人虽少 , 但他们有习武的风气 , 当地即流传人称“孔武矛子”的族人孔昭润曾将为非作歹的

英国传教士杀死的故事③。作为正常社会秩序既得利益者的许姓仍然以正统的方式向知县再次提起诉讼 , 然而 , 忙于应

付外来的起义军以维护自身统治的地方官根本无暇顾及此事 , 只能交给他们同样倚重来对付起义军的地方士绅处理。

士绅们的权威来自于在本地社会声望 ,他们只能劝导不能强制 , 而社会动荡时期的这种劝导根本取不了什么作用 ,更何

况是对于拥有习武风尚及孔子圣裔双重身分的孔姓 ,于是他们明智地选择退出调和 ,仍将此事交回地方官。于是此事一

直悬而未决。同治六年之后 ,捻军从这一地区消失 , 官府重新整理本地的统治秩序。同治九年(1870 年),三店驻把总 1

员 ,防兵 17 名 ,塘房 3 间 ,烟墩 5座 , 官府的权威得以恢复。同治十年 , 许姓继续向知县控诉。这时 ,孔姓预料到诉讼时

极有可能面临再次失败的结局 ,于是通过士绅的捏合下与许姓书立息词而宣布停斗。许姓将孔姓的服输归结于知县恒

琛的个人魅力 ,我们倒宁愿相信这是孔姓知道在此情形下不可能获胜而采取的退让策略。

1944 年 5 月 18 日 , 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造成孔姓死 6人 , 许姓死 1 人 ,各伤 10 余人的局面。我们不能肯定谁挑

起了这次争端 ,考虑到这个时期三店存在着三个政权:日伪盘踞在镇上的碉堡中 , 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广大农村活动 ,三方

不断地进行拉锯争夺 ,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 于是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许姓而言 ,他们获得士

绅地位的清朝已经灭亡 ,新的统治权威还没有确立时 ,武力或许是可以使用的惟一方式了 ,而这种局面正是孔姓所希望

看到的 ,因此大规模的械斗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

从上面三个阶段来看 ,挑战者孔姓首先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以诉讼的手段来争取在地域中的发言权 , 当看到这种努

力没法实现时 ,恰逢此时社会出现动荡 , 于是他们采取了武力的策略 , 并在动荡达到顶点的时候再次使用武力。作为应

战者的许姓 ,其地位的取得是在传统社会统治时期 ,他们则首先寻求这种传统社会秩序的保护者———官府的帮助 ,当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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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秩序尚未正式确立时 , 他们也以武力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解决纠纷。双方的策略应时代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 ,因为他们都知道失败者的后果是在此地将失去生存的权利。

四 、结　语

在以往关于宗族的研究中 ,大部分学者普遍注意的是有关祠堂 、族谱和土地之类的族内公产等方面 , 而对关乎族人

民间神衹崇拜的香火庙问题则关注不够。本文的第一部分也仅仅是从单一宗族建庙对于宗族的重要性进行了非常粗浅

的讨论 ,那么民间许多的庙宇为何是以宗族为单位来建造的? 此外 ,由众姓所建庙宇的情况如何? 这些姓氏之间的关系

如何? 他们对庙宇的权利又是如何分配的? 他们与庙内僧人的关系如何等疑问都需我们进一步解答。

事实上 ,宗族势力相对发达的两湖地区 , 宗族之间由于争夺香火庙而发生械斗的情况十分频繁。三店镇的许多宗族

之间就均发生过械斗 ,当地人称之为“打户架” 。械斗的起因有多种 ,如水利 、田产等纠纷。在本文讨论的个案中 ,双方因

香火庙而起争斗 ,正是因为本地区鬼神信仰浓厚 , 庙宇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争夺发生在官府审判和民

间械斗两个层面上 ,这也正与此一时期社会动荡及官方控制力的下降相吻合 , 在官府的社会控制力较强时 ,人们在发生

纠纷时通常寻求官方权威的支持 ,并在官方所认可的范围内寻找社会资源的支持 ,然而当社会出现动荡 , 官府控制力下

降时 ,人们就以自己的方式通常表现为武力来解决纠纷 。正是如此 ,这一个案显示了人们是如何利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手

段来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 ,从而在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社会并非一幅温情脉脉的静止画面 ,在这幅画面的下面是无数的

暗流涌动及泛起的层层漩涡 ,而本文中的许孔两族之争则仅为其中一个漩涡而已。

注　释:

①　参见三店镇志编写组:《三店镇志》。

②　有关事件的经过据《许氏宗谱·卷末》及《三店镇志》的记载。

③　见《徐仲贤杂记》第 35 页(内部资料 ,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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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mple and the choice of manitou , we can find X iang-

huo-miao had a very important sta tus in the kindred life in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 but i t has been

ignored.This pape r review s w hat the X iang-huo-miao means to the kin and the measure o f the kin

aim at dif fe rent condi tions in the course of contention o f tw o kindr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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